
第 16 卷 第 2 期
2016 年 3 月

摇 摇 摇 摇 摇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6(2)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收稿日期:2015- 10- 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嵌入性视角下家庭农场的发展研究冶 (15ASH006)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部地区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冶 (2012RW003)
作者简介:钟涨宝,男,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mail:zzbemail@ mail. hzau. edu. cn

揖土地问题铱

劳动力配置与保障替代:兼业农户的
农地转出意愿研究

———基于五省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钟涨宝,寇永丽,韦宏耀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摇 要:农地对农户来说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保障资料的双重功能深深影响着农地流转,当下农村日

益加深的农户兼业化程度是否会重塑二者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值得关注。 本文利用五省市农户调查

数据分析了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考

察了二者对不同兼业水平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转

出农地;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越低、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越好,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

烈。 低兼业程度农户比高兼业程度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更易受到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

障功能可替代预期的影响。 可见,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既考虑了眼前的经济收入,又照顾了长远的

经济安全,是一种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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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户依靠承包农地进行小规模家庭经营,虽能满足其家庭生计的基本

需求,但无法实现致富目标。 近年来,城市化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

务工、经商机会,农户为实现致富目标,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农闲时间或通过家庭内部

分工进行务工或经商,获取非农收入,农户兼业逐渐成为农户家庭的一种普遍生产状态。 由于

农户资源禀赋的异质性,从而导致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产生。 面对当前农地严重细碎化的难题

以及国家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倡导,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提下,农地流转市场的

培育与发展成为必然,而兼业农户流转农地的影响因素研究也成为关注焦点。 我们认为兼业农

户流转农地受多种因素制约,在现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下,农地对农户依然

具有就业与生活保障功能的情况下,兼业农户是否转出承包农地,是在保证其家庭基本生活来

源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家庭劳动力有效配置,争取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其中重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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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之一,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禀赋特征、农地产权、中介组织与社会保障四个层面的分

析。 (1)资源禀赋层面,主要体现在农户家庭特征与承包地特征两方面,前者涉及到家庭人口

数、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与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非农经济发展水平及户主的年龄、性别与受教

育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后者涉及到承包地地形、细碎化程度、承包地面积等因素

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1-2] 。 (2)农地产权方面,部分研究者认为农地调整频繁 [3] ,引致农地承

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特征 [4] ,降低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5] ,减弱农户对农地的需求与供

给,从而严重阻碍农地流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6] ;也有学者细分了农民对土地产权的偏好,研究

发现处于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不同,故而会产生不同的农地流转意愿 [7] 。 (3)中

介组织层面,学者普遍认为中介组织的发育会显著影响农民流转农地的意愿,积极培育与完善

中介组织,尤其是村委作为特殊的中介组织作用的发挥,对于促进农村农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

响 [6,8] 。 (4)社会保障层面,研究者发现社会保障会显著影响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农村土地所

具有的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子代可继承及潜在的增值收益 [9] 严重阻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

展,而建立可替代土地保障效用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促进农地流转的良性循环 [10-11] 。 另外,
从兼业角度研究农地流转的成果多集中于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上,有的从农地供给的角度认为农

户兼业会抑制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12-14] ;有的学者将农户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认为随着农户

兼业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户将农地转出 [15-16] 。
回顾以往的研究,发现很少有人从农户兼业的角度切入,重点探讨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

与农地保障功能替代预期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家庭劳动力配置自

由度指农户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配置中的自由程度,家庭劳动力在数量及结构上

越丰富,其配置自由度就越高;而农地保障可替代预期是指农户对土地及其以外保障资源的预

期,本文从农户对农地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功能的认知两个维度去考量。
(二)研究假说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普遍具有不稳定性,农户对非农收入的预期也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相比较而言,在正常年份下,农户从事家庭承包农地的农业收入或产出是可以预期的。 非

农收入的获得与家庭从事非农的劳动力数量有关,农户要获得越多的非农收入,投入的非农劳

动就需要越多;在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自由度不大的情况下,农户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间

配置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必然需要作出风险抉择;反之,农户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间配

置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小,无需在农业劳动与非农劳动间作出取舍,即农户既可以从事家庭承

包农地的农业生产,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 因此得出假设一:
假设一: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间配置的自由度越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弱。
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之间配置自由度大小是由家庭劳动力数量决定的,家庭劳动力数

量越多,其在农业与非农之间配置劳动力的自由度越大,即便在家庭劳动力均从事非农劳动的

情况下,也会有较多的劳动力利用非农劳动空隙从事农业劳动。 另外,由于农业生产机械化程

度的提高,使得家庭老人等辅助劳动力也能从事农业生产,因而农户家庭的代际结构也是决定

劳动力配置自由度的重要因素。 由此,对假设一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推论 1: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弱。
推论 2:家庭人口代数越多,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弱。
长期以来,农地对广大农户来说不仅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户最基

本的就业与生活保障资料。 现阶段,我国农户的农业生产普遍是小规模家庭经营,且农业生产

效益相对较低,单靠经营家庭承包农地无法实现致富的需求,农村二、三产业及城市化的发展为

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户通过从事非农劳动为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显著的

作用。 由于非农就业与收入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期性,农户在经营家庭承包农地与非农就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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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既要考虑长远的就业与生活保障,又要争取眼前非农收入的增长。 因而,农户对承包农地保

障功能可替代预期直接影响着其农地转出意愿。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农户对承包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越好,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
农户对承包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作为一个主观指标,是农户对农地保障作用和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主观认识与预期。 农户对承包农地在家庭劳动力就业与生活保障方

面的作用越认可,就不会轻易转出承包农地;如果农户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完善有较好

的预期,他们为了增加非农收入就越有可能转出承包农地。 现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农户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能力的认可度越高,他们

为了获得家庭收入最大化就越有可能转出承包农地。 由此,我们得出以下二个推论:
推论 3:认为农地保障作用越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弱。
推论 4: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能力越强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
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其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意

愿会有不同的影响,相对于高兼业程度农户来说,低兼业程度农户由于目前依然以农业收入为

主,承包农地既是现实就业与生活保障资料,也是现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其家庭劳动力配置

自由度与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会大于高兼业程度农户。 由此,我们

得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三:低兼业程度的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

意愿的影响比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管理研究冶课题组 2012 年 8 月

到 2013 年 8 月对全国五省市农村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 考虑到成本和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

最终选取浙江温州和山东德州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代表,选取江西寻乌和湖北广水作为中部地

区代表,而选取四川宜宾作为西部地区代表。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在每个一级抽样单位再依据

乡镇发展水平分别选取 3~5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2~4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选取 30
户农户进行调查。 该项调查共选取了 22 个乡镇 58 个行政村的 1740 个样本,剔除非农业户口

居民及部分缺失较严重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 1599 份。 另外,剔除家庭没有承包或者耕种土地

的样本以及有缺失数据的样本,剩余 1206 份。 表 1 呈现了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表 1摇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描述

特征 选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特征 选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年龄 30 岁及以下 127 10 . 5

31 ~ 40 岁 226 18 . 7

41 ~ 50 岁 374 31 . 1

51 岁及以上 479 39 . 7

全年家庭

总收入

20000 元及以下 489 40 . 5

20001 ~ 50000 元 440 36 . 5

50001 ~ 80000 元 165 13 . 6

80001 元及以上 113 9 . 4

非农生产

性收入

10000 元及以下 565 46 . 7

10001 ~ 20000 元 196 16 . 2

20001 ~ 50000 元 319 26 . 4

50001 元及以上 130 10 . 7

农地转出

意愿
愿意 440 36 . 5

不愿意 766 63 . 5

(二)变量测量及其操作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是二分变量,愿意转出农地赋值为 1,不愿意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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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赋值为 0。
表 2摇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类型及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样本量( N) 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摇 劳动力配置自由度

摇 摇 家庭人口代数 连续变量 1206 2 . 460 0 . 760

摇 摇 家庭劳动力人数 连续变量 1206 2 . 870 1 . 258

摇 农地功能可替代程度

摇 摇 农地保障作用评价 很重要 = 1;较重要 = 2;一般 = 3;不太重

要 = 4;很不重要 = 5

1206 1 . 51 0 . 847

摇 摇 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 完全不能满足 = 1;很难能满足 = 2;基本

能满足 = 3;完全能满足 = 4

1206 1 . 857 0 . 702

条件变量

摇 农户兼业程度 去年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百分比 1206 0 . 537 0 . 401

控制变量

摇 性别 男 = 1;女 = 2 1206 1 . 390 0 . 489

摇 年龄 连续变量 1206 47 . 800 12 . 357

摇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中专 / 技

校 = 3;大专及以上 = 4

1206 1 . 770 0 . 778

摇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差 = 1;较差 = 2;一般 = 3;比较好 =

4;非常好 = 5

1206 3 . 588 1 . 122

摇 农地实际经营面积 连续变量 1206 6 . 159 11 . 073

因变量

摇 是否愿意转出农地 否 = 0;是 = 1 1206 0 . 365 0 . 482

摇 摇 核心自变量是劳动力配置自由度与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前者操作化为家庭人口代数

与家庭劳动力人数两个指标,皆为连续变量;后者操作化为农地保障功能评价与新农保保障能

力评价两个指标,农地保障功能预期为定序变量,赋值分别为“很重要 = 1,较重要 = 2,一般 = 3,
不太重要 = 4,很不重要 = 5冶 ;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也是定序变量,赋值分别为“完全不能满足 =
1;很难能满足 = 2;基本能满足 = 3;完全能满足 = 4冶 。 另外,本研究还将农户兼业程度操作化为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并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以 50% 为分界点将农户划分为低兼业

程度农户和高兼业程度农户淤。 从而分析不同兼业程度下,劳动力配置自由度与农地保障功能

可替代预期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不同影响。
为控制其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依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将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及家庭农地实际经营面积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性别为二分变量,男性赋值

为 1,女性赋值为 0;年龄为连续变量;文化程度为定序变量,小学及以下赋值为 1,初中为 2,高
中 /中专 /技校为 3,大专及以上为 4;身体健康状况为定序变量,非常差赋值为 1,较差为 2,一般

为 3,比较好为 4,非常好为 5;家庭农地实际经营面积为连续变量。 表 2 呈现了本文所使用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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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学界关于兼业类型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一是按照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构成 [17-19] ;二是按照农户家庭成员劳

动时间的构成 [20] ;第三种则是将上述两种标准合并起来进行界定 [16] 。 我们认为农户之所以兼业,农户家庭劳动力之所以要

在农业与非农间进行理性配置是希望在保证基本家庭生计的基础上,通过务工、经商以获得家庭收入的最大化。 因此,本文

将农户的收入构成作为兼业类型划分的标准,以非农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 50% 为界,50% 以下的视为低程度兼业农户,
50% 以上的视为高程度兼业农户。



(三)理论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可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达式是:

Log P1

P
æ

è
ç

ö

ø
÷

0
= 琢+茁X+着

P0是农户不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P1是农户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P1 = 1 -P0;琢 是截距项,茁
是待估系数矩阵,X 是自变量矩阵,着 是残差项。 依据估计系数,可推出 P1 = exp( 琢+茁X) / [1 +
exp(琢+茁X) ] ,琢+茁X 的值越大,P1的值就会越高,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就越高;相反,琢+茁X
的值越小,P1的值就会越低,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就会越低。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农户兼业现状与农地转出意愿分析

表 3 给出了农户兼业程度的分布情况,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10% 以下的农户仅为

29 . 0% ;以非农收入为主即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超过 50% 的农户也达到了 56 . 7% ,对于这部

分农户来说,农业已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整体来看,农户兼业已是一种普遍的经营方式。
表 3摇 农户兼业程度的分布情况

兼业程度 户数(户) 比例(% )

非农收入 10% 以下(不含 10% ) 350 29 . 0

非农收入 10% ~ 50% 173 14 . 3

非农收入 50% 以上(不含 50% ) 683 56 . 7

合计 1206 100

摇 摇 表 4 呈现了农户兼业程度与农地转出意愿的关系,从整体上看有农地转出意愿的农户是

440 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 36 . 5% ,不愿意农地转出的 766 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 63 . 5% 。 可

见,现阶段虽有超过半数的农户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已不是农业生产,但有近 2 / 3 的农户不愿

转出农地。 从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看,非农收入超过家庭收入 50% 以上的高兼

业程度农户相比低兼业程度的农户更愿意转出农地,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分别占各自样本的比

例为 42 . 2% 、29. 1% ,高兼业程度与低兼业程度农户间农地转出意愿存在相关关系且 Pearson
卡方检验显著。 这说明随着农户兼业化程度的提高,或者更精确地说只有当农户兼业的非农收

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增强农户转出承包农地的意愿。 那么在不同兼业水平下影响农户农地

转出意愿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 下文将从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与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

预期二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表 4摇 农户兼业程度与农地转出意愿的交叉分析(%)

农地转出意愿 总样本 低兼业农户 高兼业农户 卡方检验

愿意 36 . 5 29 . 1 42 . 2

不愿意 63 . 5 70 . 9 57 . 8

样本数 (1206) (523) (683)

字2 = 21 . 947

Sig = 0 . 000

(二)劳动力配置和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表 5 给出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其农地转出意愿影

响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 模型 M1 是加入条件变量(农户兼业程度)和控制变量(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农地实际经营面积)的基准模型;M2 则是在基准模型 M1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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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入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的操作变量: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人口代数淤;M3 是在基准模

型 M1 基础上加入农地保障功能替代预期的操作变量:农地保障功能评价和新农保保障能力评

价;M4 是在基准模型 M1 基础上同时加入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

的操作变量;而 M5 则是用二分的条件变量(高兼业程度农户和低兼业程度农户,后者为参照

组)替代模型 M4 中连续的条件变量(M1-M4 中条件变量皆是以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百

分比这一连续变量作为兼业程度的测量) 。 从模型整体检验结果看,从 M1 到 M4 的-2 对数似

然值逐渐减小,表明加入的自变量对模型具有解释力;M1-M5 的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结果

的 p 值均大于 0 . 05,表明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良好,较为理想,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就回归系数

而言,其值越大,表明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越高。
表 5摇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农地转出意愿

M1 M2 M3 M4 M5

自变量

摇 家庭劳动力人数
-0 . 166***

(0 . 053)

-0 . 168***

(0 . 054)

-0 . 168***

(0 . 054)

摇 家庭人口代数
-0 . 266***

(0 . 084)
.

-0 . 236***

(0 . 132)

-0 . 230***

(0 . 086)

摇 农地保障作用评价
0 . 549***

(0 . 076)

0 . 552***

(0 . 076)

0 . 555***

(0 . 076)

摇 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
0 . 174*

(0 . 090)

0 . 173*

(0 . 091)

0 . 171*

(0 . 090)

条件变量

摇 农户兼业程度
0 . 656***

(0 . 162)

0 . 762***

(0 . 167)

0 . 459***

(0 . 169)

0 . 569***

(0 . 174)

0 . 446***

(0 . 140)

控制变量

摇 性别
-0 . 129

(0 . 133)

-0 . 128

(0 . 133)

-0 . 062

(0 . 136)

-0 . 061

(0 . 137)

-0 . 071

(0 . 137)

摇 年龄
0 . 001

(0 . 006)

0 . 002

(0 . 006)

0 . 004

(0 . 006)

0 . 005

(0 . 006)

0 . 005

(0 . 006)

摇 文化程度
0 . 324***

(0 . 086)

0 . 337***

(0 . 087)

0 . 320***

(0 . 089)

0 . 332***

(0 . 089)

0 . 338***

(0 . 089)

摇 身体健康状况 -0 . 064(0 . 059) -0 . 053(0 . 059) -0 . 100(0 . 061) -0 . 089(0 . 061) -0 . 085(0 . 061)

摇 农地实际经营面积
-0 . 023**

(0 . 010)

-0 . 021**

(0 . 010)

-0 . 020**

(0 . 009)

-0 . 017*

(0 . 009)

-0 . 017

(0 . 009)

摇 常量 -1 . 006*(0 . 529) -0 . 727(0 . 539) 1 . 102(0 . 670) 1 . 407**(0 . 682) 1 . 038*(0 . 710)

-2 对数似然值 1531 . 174 1521 . 157 1471 . 072 1461 . 288 1461 . 884

Nagelkerke R2 0 . 056 0 . 067 0 . 120 0 . 130 0 . 130

Hosmer & Lemeshow 检验 10 . 653 4 . 283 4 . 941 13 . 957* 10 . 515

样本数 1206 1206 1206 1206 1206

摇 摇 注:(1)模型 M4 和 M5 的差异是农户兼业程度变量类型不同,其中,M1—M4 皆是以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

这一连续变量作为测量;而 M5 则以 50% 为分界点将这一变量操作化为二分变量,以便后文的进一步分析;(2 ) *、

**、***分别表示在 10% 、5%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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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在模型 M2 和 M4 中,由于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人口代数间存在较为强烈的共线性问题,故在构建模型时我们将二

者分开加入,建构两组模型,发现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方向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故在表 5 的 M2 和 M4 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

庭人口代数的估计值其实分别来源于两个模型,但其他变量的估计值则来源于保留家庭劳动力人数作为变量的模型中。



从模型 M2 和 M4 中可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对

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越高,农户越不愿意转出农地,假设

一得到验证。 具体来说,一是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越不愿意转出农地。 这可能是由

于家庭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自由分配在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中所需劳动力,而不必为获得非

农收入而放弃农业生产,或由于农业生产的束缚而无法从事非农生产,只要家庭劳动力充足,农
户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农地。 二是家庭人口代数越多,农户越不愿意转出农地。 这可能是因为人

口代际数多的家庭,劳动力的年龄分布就越有层次性,中老年劳动力就越多,这部分劳动力在非

农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只能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业机械服务发达的地区,
老年劳动力已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故而家庭人口代际数多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

从模型 M3 和 M4 中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

农地转出意愿影响显著,即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越好,农户越愿意转出农地,假设二得到验

证。 具体来说,一是农户对农地保障作用评价越低,其越愿意转出农地。 二是农户对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能力评价越高,其越愿意转出农地。
模型 M5 在农户兼业程度用二分条件变量替代连续型条件变量后,其他变量的估计值无论

在方向还是大小上皆无任何实质性变化,表明模型估计值较为稳健。 M1—M4 的估计结果皆表

明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烈;M5 的估计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兼业程度的农户,高
兼业程度农户更愿意转出农地,这些估计结果皆与前述卡方检验结果一致。

(三)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分析

表 6 给出了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其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其农

地转出意愿影响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 模型 6(包括 6a 和 6b)和模型 7(包括 7a 和 7b)
分别是低兼业程度和高兼业程度农户的估计结果。 区分出 a 组和 b 组模型是因为家庭劳动力

人数和家庭人口代数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故分别进行建模,由表 6 可知,其他自变量在这两

组模型中的估计系数的方向和大小皆无实质性差异。 为与前文一致(见脚注) ,我们主要报告

模型 M6b 和 M7b。 表 6 中四个模型的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结果的 p 值均大于 0 . 05,表明

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良好,较为理想,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就回归系数而言,其值越大,表明愿意

转出农地的概率越高。
表 6摇 不同兼业程度下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低兼业程度农户 高兼业程度农户

M6a M6b M7a M7b
自变量

摇 家庭劳动力人数 -0 . 294***(0 . 745) -0 . 095(0 . 910)
摇 家庭人口代数 -0 . 263**(0 . 768) -0 . 197*(0 . 821)
摇 农地保障作用评价 0 . 642***(0 . 526) 0 . 672***(0 . 511) 0 . 492***(0 . 612) 0 . 495***(0 . 610)
摇 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 0 . 283**(1 . 327) 0 . 267*(1 . 306) 0 . 103(1 . 108) 0 . 108(1 . 114)
控制变量

摇 性别 0 . 176(1 . 193) 0 . 208(1 . 232) -0 . 229(0 . 795) -0 . 231(0 . 794)
摇 年龄 0 . 001(1 . 001) 0 . 005(1 . 005) 0 . 001(1 . 001) 0 . 002(1 . 002)
摇 文化程度 0 . 339**(1 . 404) 0 . 376**(1 . 457) 0 . 310**(1 . 363) 0 . 313**(1 . 368)
摇 身体健康状况 -0 . 183*(0 . 833) -0 . 164(0 . 849) -0 . 043(0 . 958) -0 . 032(0 . 968)
摇 农地实际经营面积 -0 . 005(0 . 995) -0 . 294**(0 . 745) -0 . 059**(0 . 942) -0 . 057**(0 . 944)
摇 常量 1 . 917(6 . 799) 1 . 862(6 . 439) 2 . 260**(9 . 585) 1 . 962**(7 . 111)
-2 对数似然值 590 . 107 584 . 328 863 . 409 864 . 153
Nagelkerke R 方 0 . 106 0 . 120 0 . 123 0 . 122
Hosmer& Lemeshow 检验 4 . 184 4 . 800 15 . 502 13 . 366
样本数 523 523 683 683

摇 摇 注:*、**、***分别表示在 10% 、5%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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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家庭劳动力人数变量可以发现,在低兼业程度农户中,家庭劳动力人数显著负向影响

其农地转出意愿;而在高兼业程度农户中,这一影响虽仍是负向,但并未通过 5% 统计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且系数绝对值明显减小。 而家庭人口代数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也有相似效应,在低

兼业程度农户中,家庭人口代数显著影响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但在高兼业程度农户中,这一影

响减小,且系数只通过了 10%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可见,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对农

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兼业程度农户中存在差异。 相比于高兼业程度农户,低兼业程度农户

的农地转出意愿更易受到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的影响。
就农地保障作用评价变量而言,在低兼业程度农户中,其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意

愿,即农户对农地作用预期越低,其越愿意转出农地;而在高兼业程度农户中,这一正向影响仍

然存在,但减小明显,就系数而言,其减少了 35 . 8% ( (0. 672 -0. 495) / 0 . 495) 。 就新农保保障

能力评价变量而言,在低兼业程度农户中,其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

出意愿;而在高兼业程度农户中,这一影响方向虽未变化,但并未通过 5%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且系数明显减小。 可见,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兼业程度农

户中存在差异。 相比于高兼业程度农户,低兼业程度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更易受到农地功能替

代程度的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假设三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江西寻乌、四川宜宾、湖北广水、浙江温州以及山东德州五省 5 市农户的问卷调查

数据,考察了农户兼业现状和农地转出意愿,并进一步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

兼业程度、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

现,近六成农户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50% ,兼业已成为农户的一种普遍生产方

式。 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受其兼业程度影响,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转出农地。 这与既有

关于农户兼业促进农地流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15-16] ,但我们的研究仅从农地转出这一维考虑,
并未考虑农地转入这一维,因而农户兼业与农地流转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

讨。 其次,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显著影响农地转出意愿,即
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越低、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越好,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强烈。
第三,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兼

业程度农户中存在差异,即相比于高兼业程度农户,低兼业程度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更易受到

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预期的影响。 以往研究虽有探讨劳动力配置和

农地保障功能与农地流转关系的研究 [1,9,21] ,但并未充分考虑农户兼业这一条件变量,我们的研

究填补了这一空缺。
农地对于农民来讲,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生产功能,农地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以给

农户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二是保障功能,保证农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21-23] 。 现阶段,农业生

产效益相比其它产业来说依然十分低下,农户家庭部分劳动力因此选择非农就业,这显著增加

了家庭收入,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期性,且长期以来农

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因而,农地依然是我国农民最重要的生活保障。 基于此,农民在配置家

庭劳动力时,会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劳动的季节性特点,而不会轻易转出承包农地。 可见,农户的

农地转出意愿,既考虑了眼前的经济收入,又照顾了长远的经济安全,是一种现实与未来相结合

的理性思考。
鉴于上述认识,为促进农地流转供给市场的发展,首先,必须进一步完善与落实劳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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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扩大其在城市中应享有的公共设施与服

务,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生活有保障,让他们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预期。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

他们及其家庭转出承包农地,放弃农业生产。 其次,建立城乡统一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

进城务工、经商,还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只有有了可靠的生活保障,才会全心全意地发

挥自己的特长,无后顾之忧地放弃农业生产。

参考文献:

[1]史清华,贾生华 . 农户家庭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以东部沿海苏鲁浙三省为例[ J] . 中国经济问题,2003
(5) :41-54.

[2]张丁,万蕾 .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014 年的 15 省(区)调查[ J] . 中国农村经

济,2007(2) :24-34.
[3]张红宇 .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政策:持续创新———对农地使用制度变革的重新评判[ J] . 管理世界,1998(6) :

168-177.
[4]钱忠好 .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 J] . 管理世界,2002(6) :35-47.
[5]田传浩,贾生华 .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J] . 经济研究,

2004(1) :112-119.
[6]董国礼,李里,任纪萍 . 产权代理分析下的土地流转模式及经济绩效[ J] . 社会学研究,2009(1) :25-63.
[7]徐美银 . 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意愿———基于江苏省泰州市 387 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J] .

社会科学,2013(1) :56-66.
[8]钟涨宝,狄金华 . 中介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与作用[ J] . 农村经济,2005(3) :35-37.
[9]刘红梅,王克强 . 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实证研究[ J] . 中国农村经济,2001(2) :33-37.
[10]王克强,蒋振声 . 从地产到农民的生活保障效用谈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的紧迫性[ J] . 农业经济,2000

(2) :19-21.
[11]包宗顺,徐志明,高珊,等 . 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J] . 中国农村经济,

2009(4) :23-30.
[12]速水佑次郎 . 农业经济论[M] . 沈金虎,周应恒,张玉林,等,译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42-245.
[13]张立平,钟涨宝,颜其松 . 农地流转新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J] . 农村经济,2006(12) :47-49.
[14]贺振华.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一个分析框架[ J]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4):72-78.
[15]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 . 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证分析:配置效应、兼业效应与投资效应———基

于 2005 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 J] . 农业技术经济,2012(3) :41-51.
[16]廖洪乐 .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J] . 管理世界,2012(5) :62-87.
[17]陈晓红 . 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兼业及其因素分析———来自苏州农村的实证调查[ J]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

(10) :90-94.
[18]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等 . 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效率分析———基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

研究[ J] . 资源科学,2008(10) :1525-1532.
[19]张忠明,钱文荣 . 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 J] . 农业经济问

题,2014(3) :19-24.
[20]高强,李凌超,丁慧媛 .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胶州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J] .

山东经济,2011(11) :56-61.
[21]聂建亮,钟涨宝 . 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 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 .
[22]闫小欢,霍学喜 . 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农地流转———基于河南省 479 个农户调查的分析[ J] . 农业技

术经济,2013(7) :34-44.
[23]涂琼理,邹秀清 . 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主观认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赣、桂三省 506 份农户

调查[ J] . 中国土地科学,2012(11) :60-67.

(责任编辑:刘浩)

29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6 卷


